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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考察“译者风格”的方法论为依据，考察翻译家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的译
者风格，以另一位翻译家戴乃迭的翻译作品为参照，探究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结果表明：利用ＳＴＴＲ、
平均句长等语料库统计数据并不能够有效地区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这些统计结果所显示的规律更像是翻
译文本表现出的一种共性。作者提出，译者风格可以分为Ｓ－型和Ｔ－型两类，前者是译者针对源语的特定语言
现象采取的统一对策，后者则是译者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二者均表现为某个译者所有翻译文本中的规律
性语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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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前言
传统上，翻译研究中对文体或风格（ｓｔｙｌｅ）①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原作者个性化语言使用是否在译文中
得到充分体现，这主要是借鉴文学文体学的途径。现代翻译学中的“译者风格”研究有所不同，这一课题
主要是探究如何描写文学翻译者或译者群体所独有的翻译语言特征。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２４５）将其理解为一种
“指纹”，即一位译者的所有译文都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性语言模式。通常来说，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创
作风格，译者作为特殊的“作家”亦应如此，从类比角度看，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的假设是成立的。如莎士比亚、狄
更斯②等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词汇、语法和句法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他们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作家。翻译
家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翻译界普遍认为傅雷的译作有其统一的风格，这种风格不完全是原作影响的结果。
对此类风格的考察通常是借鉴文体计量学（ｓｔｙｌｏｍｅｔｒｙ）或统计文体学（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ｓ）中作者身份归
属确认（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方法，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考察则是语料库翻译学背
景下对这一方法的拓展。本文以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的方法论为依据，考察翻译家葛浩文（Ｈｏｗａｒ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
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作品中表现出的风格，并将本研究的发现与相关研究结果加以比较，在此基础上讨
论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翻译风格研究方法论的效度，反思译者风格研究存在的问题。
１．译者风格研究的现状
２．１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２）对“译者风格”的认识
首先，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认为译者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通常认为，译者应当尽可能传达原作的文体或风
格，不可以也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译作的风格就是对原作风格的再现。针对这一观点，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
２４４）认为，“我们不可能写出／说出一段文字而不包含个人风格，就像握住一个东西不可能不留下指纹一
样”。第二，在表现形式上，译者风格是译者在其所有翻译文本中所表现出的统一的规律性的语言使用模
式，这些语言模式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为译者所偏爱、反复出现、习惯性的语言行为模式（ｉｂｉｄ．：２４５）。第
三，译者风格是下意识的语言使用习惯，不完全受源文本或原作者语言风格的影响。尽管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
２４６）指出自己所关注的选择模式不在乎其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但她也表明自己特别关注所谓法律
文体学（ｆｏｒｅｎｓｉｃ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ｓ）所关注的“十分微妙的、不显眼的、意识操控之外的”语言特征。从其方法论的
设计和运用语料库手段考察的对象看，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讨论的译者风格主要是译者下意识的语言使用习惯。
２．２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之后的“译者风格”研究
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之后的译者风格研究从研究模式上可分为单语类比和双语平行两大类，前者以Ｂａ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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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的方法为基础，使用翻译文本组成的类比语料库，后者则借助一本多译的平行语料库，考察不同译
者对同一源文本的翻译。
１）单语类比模式
Ｏｌｏｈａｎ（２００３）考察了两位文学译者的风格，切入点放在缩略形式（如ｉｔｓ＝ｉｔ　ｉｓ／ｉｔ　ｈａｓ）使用上，研究
发现两位译者风格不同。根据其发现，缩略形式使用频次可用来区分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但以此区别
译者的翻译风格说服力并不强。她分析译者以不同方式使用缩略形式的原因时也指出，源文本的风格和
文类对译者的选择有很大影响（Ｏｌｏｈａｎ　２００４：１５７）。由此可见，单纯的数据统计很难将译者自己的风格与
原作者或源文本风格在译文中的体现清晰地区分开。同样根据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的方法，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２０１１ａ）以
翻译文本中对外来词的使用为切入点，考察了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研究表明，两位译者在外来词的使用
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２０１１ｂ）后来又对比了两位译者翻译文本中斜体使用的差异，同时仿照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考察了转述动词ＳＡＹ和ＴＥＬＬ后连接词的省略情况，统计分析发现两位译者在这三个方面
都存在系统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说明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的方法是奏效的。
２）双语平行模式
还有一些研究将源文本纳入译者风格考察的范围（如Ｂｏｓｓｅａｕｘ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Ｗｉｎ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ａ，
２００４ｂ，２００７，２００９等），将源文本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从一开始就不同于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目标语文本导向的
大前提，讨论内容是不同译者对同一源文本中特定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处理方式，切入点也从单纯的形式
发展到话语和叙事方式等方面。
Ｂｏｓｓｅａｕｘ（２００１）从翻译转换视角考察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海浪》（Ｔｈｅ　Ｗａｖｅｓ）两个法译本在翻
译文体方面的差异，主要关注平均句长、类符－形符比、文化特有词项等。但严格来讲，尽管前两个考察项
与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相同，但单从两个译本来说明译者风格，显然不符合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对译者风格的界定。
Ｂｏｓｓｅａｕｘ（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又分别考察了伍尔夫小说《海浪》和《到灯塔去》（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法文译本中视
点（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的语言表现形式———自由间接引语、指示语、情态和及物性———的翻译，从叙事学视角
考察了译者的选择会对叙事结构转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Ｂｏｓｓｅａｕｘ（ｉｂｉｄ．）从自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语
言转换入手，考察项已经从纯粹的形式发展到叙事方式方面，这一点与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不同。Ｗｉｎ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则是分别以情态小词（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外来词、语码转换和言语行为转述动
词为考察对象，讨论了菲茨杰拉德小说《美丽的和被诅咒的人》（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ｎｄ　Ｄａｍｎｅｄ）两个德文译
本的翻译风格。
以上两位的研究方法均使用平行语料库，考察项均与源文本相关联。此类研究显然不同于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０）从一个译者所有翻译文本中发现译者风格的做法。
为什么上述研究没有完全遵循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的方法？讨论译者风格时是否需要考虑源文本？译者风
格到底是有意识的语言行为还是下意识的语言习惯？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本文按照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考察
译者风格的方法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研究，并以此考察其有效性。
３．葛译现当代中国小说的译者风格考察
据本文作者统计，到目前为止葛氏共翻译了中国大陆２０多位现当代作家的近４０部小说作品，其中有
些作品是与他人合译的。本研究选取由葛氏独立翻译的１７位不同作家的１７部作品为语料，以另一位翻
译家戴乃迭（Ｇｌａｄｙｓ　Ｙａｎｇ）翻译的１０部作品为参照，从标准类符／形符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ｙｐｅ／ｔｏｋｅｎ　ｒａｔｉｏ，
ＳＴＴＲ）、平均句长以及叙事结构所使用的转述动词ＳＡＹ入手，考察两位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同时以英语
作家狄更斯、马克·吐温、福克纳和海明威各５部原创小说为参照，考察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的差异程度。
３．１标准类符／形符比和平均句长
类符／形符比（以下简称“类／形比”）是指一个文本所使用不同词汇的数量与总词汇数量的比率。这
一数值通常用来衡量一个文本中所使用词汇的多样性，比值越大，则该文本的词汇多样性就越高。但考
虑到文本长度的差异，通常以标准类／形比为衡量标准，计算方法是将一个文本按每１０００词计算出一个
类／形比，然后将所有的类／形比平均。平均句长的计算是以句子所包含的词数为依据，这一数值通常作
为衡量文本难度的一个参数，平均句长值越大，通常难度越高。葛浩文所译１７部作品中的标准类／形比
和平均句长（单位是词，下同）统计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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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葛浩文１７部翻译作品中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按译作出版时间排列）
原作者 原作标题（出版时间） 译作标题 （出版时间） 标准类／形比 平均句长
肖红 《呼兰河传》（１９４１）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ｌａｎ　Ｒｉｖｅｒ（１９７９） ４０．６５　 ２３．３８
端木蕻良 《红夜》（１９３６）等 Ｒｅｄ　Ｎｉｇｈｔ（１９８８） ４３．４９　 １２．９１
张洁 《沉重的翅膀》（１９８１） Ｈｅａｖｙ　Ｗｉｎｇｓ（１９８９） ４６．０７　 １３．３９
艾蓓 《红藤绿度母》（１９９０） Ｒｅｄ　Ｉｖｙ，Ｇｒｅｅｎ　Ｅａｒｔｈ　Ｍｏｔｈｅｒ（１９９０） ４６．０９　 １４．９３
贾平凹 《浮躁》（１９８７）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１９９１） ４３．５９　 １４．５２
刘恒 《黑的雪》（１９８８） Ｂｌａｃｋ　Ｓｎｏｗ （１９９３） ４６．１８　 １１．８１
莫言 《红高粱家族》（１９８７） Ｒｅ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１９９３） ４６．４５　 １５．５２
马波 《血色黄昏》（１９８８）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ｄ　Ｓｕｎｓｅｔ（１９９５） ４７．７７　 １３．１５
苏童 《米》（１９９１） Ｒｉｃｅ（１９９５） ４６．７０　 １２．６６
古华 《贞女》（１９８７） Ｖｉｒｇｉｎ　Ｗｉｄｏｗｓ（１９９６） ４５．３６　 １６．１５
李锐 《旧址》（１９９３）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ｉｔｙ （１９９７） ４６．４１　 ２０．３４
王朔 《玩的就是心跳》（１９８９）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ｒｉｌｌｓ（１９９７） ４４．００　 １３．０５
虹影 《饥饿的女儿》（１９９９）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１９９８） ４５．９２　 １７．０１
春树 《北京娃娃》（２００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ｏｌｌ（２００４） ４３．５６　 １２．４３
姜戎 《狼图腾》（２００４） Ｗｏｌｆ　Ｔｏｔｅｍ （２００８） ４４．４４　 １６．３９
张炜 《古船》（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ｈｉｐ （２００８） ４４．７０　 １５．３４
老舍 《骆驼祥子》（１９３６～１９３７连载） Ｒｉｃｋｓｈａｗ　Ｂｏｙ （２０１０） ４３．４６　 １４．９９
平均值 ４４．９９　 １５．１７
根据表１，１７部译作中，标准类／形比最高值为４７．７７（马波的《血色黄昏》），而最低值为４０．６５（肖红的
《呼兰河传》），所有翻译作品标准类／形比的平均值为４４．９９。也就是说，葛浩文所译Ｂｌｏｏｄ　Ｒｅｄ　Ｓｕｎｓｅｔ
（１９９５）的词汇多样性比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ｌａｎ　Ｒｉｖｅｒ（１９７９）高。平均句长最大值为２３．３８词 （肖红的《呼兰河
传》），而最低值为１１．８１（刘恒的《黑的雪》），平均值为１５．１７词。两项参数在１７部翻译作品中的变化趋
势如图１所示：
图１：葛浩文１７部翻译作品中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变化趋势
图１中，平均句长的变化幅度较大，表明１７部翻译作品在句子层面的变化较大。就标准类／形比来
看，最低值与最高值的差异不太明显（７．１２）。如果将葛浩文这１７部翻译作品的发表时间视为一个整体，
那么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ｌａｎ　Ｒｉｖｅｒ（《呼兰河传》，１９７９）是起点，Ｂｌｏｏｄ　Ｒｅｄ　Ｓｕｎｓｅｔ（《血色黄昏》，１９９５）正好是这约
３０年时间跨度的中点，而最新出版的译作Ｒｉｃｋｓｈａｗ　Ｂｏｙ（《骆驼祥子》，２０１０）则是此时间轴的另一端。初
期的翻译在词汇多样性方面并不十分稳定，在《血色黄昏》中达到最大值，随后趋于平稳，后１５年翻译的
作品在词汇多样性方面与标准类／形比平均值总体上十分接近。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作品中的词汇使
用多样性方面虽表现出一定的历时性变化但总体上接近平均值。
一位译者的翻译方式必须与其他译者有所区别，才能确认该译者是否有独特的风格。因此，下面以
戴乃迭的翻译作品作为参照，对比两位译者在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方面的差异。戴乃迭所译１０部作
品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统计如表２所示：
·６６·
表２：戴乃迭１０部翻译作品中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按译作出版时间排列）
原作者 原作标题（出版时间） 译作标题 （出版时间） 标准类／形比 平均句长
沈从文 《边城》（１９３４）等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９８１） ４４．８２　 １２．９２
沙汀 《老烟的故事》（１９４０）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ｌｄ　Ｄｒｏｏｐｙ （１９８２） ４５．３０　 １０．５３
古华 《芙蓉镇》（１９８１） Ａ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Ｃａｌｌｅｄ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１９８３） ４６．３０　 １３．４６
张贤亮 《绿化树》（１９８４） Ｍｉｍｏｓａ（１９８５） ４６．５９　 １２．５０
古华 《浮屠岭》（１９８６） Ｐａｇｏｄａ　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 ４６．５２　 １２．３１
邓友梅 《烟壶》（１９８５）等 Ｓｎｕｆｆ－Ｂｏｔ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９８６） ４５．０８　 １２．１９
张洁 《沉重的翅膀》（１９８１） Ｌｅａｄ　Ｗｉｎｇｓ（１９８７） ４６．６１　 １０．２８
冯骥才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１９８２） Ｔｈｅ　Ｔａｌｌ　Ｗ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ｒ　Ｓｈｏｒｔ　Ｈｕｓｂａｎｄ（１９９１） ４５．９３　 １１．７６
谌容 《减去十岁》（１９８６）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Ｄｅｄｕｃｔｅｄ （１９９１） ４６．９２　 １１．４４
张洁 《时机尚未成熟》（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Ｒｉｐｅ（１９９１） ４６．０２　 １１．８４
平均值 ４６．０１　 １１．９２
　　表２中，标准类／形比平均值为４６．０１，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仅２．１０。平均句长平均值为１１．９２，最大
值与最小值相差仅３．１８。两项参数在１０部翻译作品中的变化趋势如图２所示：
图２：戴乃迭１０部翻译作品中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变化趋势
在图２中，表示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的两条曲线变化幅度都不大，表明戴乃迭在其１０部翻译作品
中基本保持了自己的词汇变化幅度和句子难度。下面将两位译者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加以比较：
表３：葛浩文与戴乃迭翻译作品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比较
译者 标准类／形比 平均句长
葛浩文 ４４．９９　 １５．１７
戴乃迭 ４６．０１　 １１．９２
差异 １．１２　 ３．２５
观察表３可以发现，葛浩文和戴乃迭在标准类／形比上仅相差１．１２，也就是说，两位译者的译文在词
汇多样性方面平均每千词的差异仅为１．１２词。二者在平均句长方面的差异为３．２５。这样看来，用这两
组数据可以说明葛浩文和戴乃迭在翻译风格方面有差异，但差异并不明显。可以初步认为，用标准类／形
比和平均句长来确认不同译者风格的方法并不完全可靠。下面我们将本研究的数据与其他译者风格研
究的数据进行对比，讨论用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这两个参数是否能有效分辨不同的译者风格和作者
风格。
表４是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两项参数在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刘泽权等（２０１１）的研究和本研究中的对比
（见下页）。
在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的研究中，两位译者在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方面的差异分别为８．８７和１５．６９，这
两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位译者在词汇多样性和文本难度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但这一差异或许是因为
两位译者所翻译的原文语言本身差异较大造成的，布什翻译的原文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而克拉克的
原文为阿拉伯语，这些语言在词汇和句法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ｉｂｉｄ．：２５５）。
·７６·
表４：三项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中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比较
研究者 译者 标准类／形比 平均句长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
布什③ ４９．８７　 ２３．７６
克拉克 ４１．００　 ８．０７
刘泽权等（２０１１）
乔利 ４３．８３　 ２０．６９
彭寿 ３７．３０　 １３．９８
霍克斯 ４２．７８　 １５．３６
杨宪益和戴乃迭 ４３．７５　 １３．６４
本研究
葛浩文 ４４．９９　 １５．１７
戴乃迭 ４６．０１　 １１．９２
　　 用同样的方法考察译自汉语的英语翻译文本，结论却有所不同。刘泽权等（２０１１）考察了《红楼梦》四
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其中标准类／形比值除彭寿外，其他三位译者十分接近，其可能的原因是彭寿翻译
的年代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及他传教士的身份④。四位译者的平均句长值除乔利外，其他三位译者十分
接近。再将以上数据与葛浩文和戴乃迭译文的这两项参数比较可以发现，就汉英翻译而言，不同译者翻
译同一文本或不同译者翻译不同文本，除个别译者外，大多数译者（无论是古典还是现当代小说英译）在
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方面显示不出明显差异。
就译自其他语言的英语翻译文本来说，翻译英语语料库（ＴＥＣ）中小说子库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
长分别为４４．６３和１３．５０８⑤（Ｏｌｏｈａｎ　２００４：８０）。这两项参数的数值与以上讨论结果也十分接近。王家
义（２０１１：１２９）对话剧《茶馆》两个英译本（英若诚译文和霍华译文）的考察结果表明，两个译本的标准类／
形比分别为４２．１６和４０．９９。尽管是戏剧文本的英译，但标准类／形比值与以上结果也比较接近。
表５是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这两个参数在狄更斯、马克·吐温、福克纳和海明威不同作品中的统
计情况：
表５：狄更斯、马克吐温、福克纳和海明威作品的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
作家 作品 标准类／形比 平均句长
狄更斯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ｌｉｖｅｒ　Ｔｗｉｓｔ（１８３９） ４４．１２　 １５．１３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Ｃａｒｏｌ（１８４３） ４３．２８　 １５．９２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ｐｐｅｒｆｉｅｌｄ（１８５０） ４０．９５　 １５．８７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ｉｔｉｅｓ（１８５９） ４１．６１　 １６．３３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１８６１） ４０．３８　 １８．９８
平均值 ４２．０７　 １６．４５
马克·吐温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ｏｍ　Ｓａｗｙｅｒ（１８７６） ４３．４４　 １４．４０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ｕｐｅｒ（１８８２） ４５．７６　 １７．９２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ｕｃｋｌｅｂｅｒｒｙ　Ｆｉｎｎ（１８８４） ３７．００　 １８．９０
Ｔｈｅ　Ｍａ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ｅｄ　Ｈａｄｌｅｙｂｕｒｇ （１９００） ４１．６７　 １４．４３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１６） ３９．９０　 １９．３２
平均值 ４１．５５　 １６．９９
福克纳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ｒｙ （１９２９） ３６．１７　 ９．８５
Ａｓ　Ｉ　Ｌａｙ　Ｄｙｉｎｇ （１９３０） ３５．７８　 １２．１１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３２） ３７．０８　 １０．５７
Ａｂｓａｌｏｍ，Ａｂｓａｌｏｍ！（１９３６） ３９．７９　 ４０．４２
Ｔｈｅ　Ｒｅｉｖｅｒｓ（１９６２） ３８．８７　 １５．２５
平均值 ３７．５４　 １７．６４
海明威
Ｔｈｅ　Ｓｕｎ　Ａｌｓｏ　Ｒｉｓｅｓ（１９２６） ３５．５８　 ６．３３
Ａ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ｔｏ　Ａｒｍｓ（１９２９） ３４．７１　 ８．５５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ｓ　ｏｆ　Ｋｉｌｉｍａｎｊａｒｏ（１９３２） ３８．６１　 １３．６１
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Ｔｏｌｌｓ（１９４０） ３５．１９　 １０．７３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１９５２） ３４．５４　 １３．９０
平均值 ３５．７３　 １０．６２
·８６·
　　 表５中，就标准类／形比而言，狄更斯的值最高（４２．０７），海明威最低（３５．７３），二者相差６．３４。四位
作家标准类／形比由大到小的顺序为狄更斯＞马克吐温＞福克纳＞海明威。就平均句长而言，福克纳的
值最大（１７．６４），海明威最小（１０．６２），差额为７．０２；狄更斯（１６．４５）和马克吐温（１６．９９）较为接近。统计表
明，尽管英语原创作家的确有各自的语言风格，并且可从词汇多样性和平均句长方面区分开（如狄更斯和
海明威），但我们还是很难用这两个参数将福克纳与狄更斯区分开。
据此可以初步说，上述按照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以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两项参数对译者风格进行的考察
并不能对译者风格进行有效区分。下面依据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通过具体语言项对译者风格进行考察。
３．２叙述结构比较
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将转述动词ＳＡＹ的各种形式作为区分两位译者翻译风格的一项参数，见表６：
表６：布什和克拉克译文中ＳＡＹ的各种形式统计（根据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０：２５２）
译者 布什 克拉克
语料库大小 ２９６　１４６　 １７３　９３２
差异
转
述
动
词
ｓａｙ　 ２１８　 ０．７４‰ １６８　 ０．９７‰ ０．２３‰
ｓａｙｓ　 １４５　 ０．４９‰ １８　 ０．１０‰ ０．３９‰
ｓａｉｄ　 ２１０　 ０．７１‰ ９０５　 ５．２０‰ ４．４９‰
ｓａｙｉｎｇ　 ４１　 ０．１４‰ １０２　 ０．５９‰ ０．４５％
小计 ６１４　 ２．０７‰ １　１９３　 ６．８６‰ ４．７９‰
（说明：语料库大小的单位是词，每个词项后的数字是出现次数和频率。表７、表８同此。）
由表６可以看出，布什和克拉克译文中“ｓａｉｄ”的频次在各自译作中均为最高，但二者之间差别为４．
４９‰。两位译者在转述动词ＳＡＹ其他三种形式方面之间的差别较小，均不到１‰。两位译者在此方面存
在明显差异（参见ｉｂｉｄ．：２５２－２５４）。
下面按照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的模式来探究以转述动词作为参数是否能够区分葛浩文和戴乃迭的译者风
格。对转述动词ＳＡＹ的各种形式在葛浩文和戴乃迭译文中的统计如下：
表７：葛浩文和戴乃迭译文中ＳＡＹ的各种形式统计
译者 葛浩文 戴乃迭
语料库大小 １　７６１　０９６　 ３４４　２１５
差异
转
述
动
词
ｓａｙ　 １　７２７　 ０．９８‰ ２５５　 ０．７４‰ ０．２４‰
ｓａｙｓ　 ３１２　 ０．１８‰ ８５　 ０．２５‰ ０．０７‰
ｓａｉｄ　 ６　１３２　 ３．４８‰ ６８２　 １．９８‰ １．５０‰
ｓａｙｉｎｇ　 ５７２　 ０．３２‰ ７３　 ０．２１‰ ０．１１％
小计 ８　７４３　 ４．９６‰ １　０９５　 ３．１８‰ １．７８‰
从表７看，葛浩文和戴乃迭对“ｓａｉｄ”的使用频次都比较高，但两者还是有差异的，差额为１．５０‰。两
位译者对ＳＡＹ其他三种形式的使用频次均不超过１‰。总体而言，葛浩文对转述动词ＳＡＹ的使用要多
于戴乃迭。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和本研究就转述动词ＳＡＹ的各种形式在译文中的统计结果可用图３来表现。
图３：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与本研究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在译文中的千分比统计
根据图３，四位译者翻译文本中转述动词ＳＡＹ的各种形式中，“ｓａｉｄ”频次均最高，“ｓａｉｄ”的使用频次
差别最大，而其他三种形式差别较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３中四条曲线分布表现出相似的趋势，这表
明转述动词ＳＡＹ的各种形式在英语翻译文本中的分布趋势表现出一定的共性。
·９６·
我们进一步对英语原创小说文本中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的使用加以统计：
表８：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在英语原创小说文本中的使用
作家 狄更斯 马克·吐温 福克纳 海明威
语料库大小 ８６０　１４３　 ３１１　２３６　 ５３６　８８８　 ３６７　４１３
转
述
动
词
ｓａｙ　 １　２９６　 １．５１‰ ４４３　 １．４２‰ ８３８　 １．５６‰ ３８４　 １．０５‰
ｓａｙｓ　 ２１１　 ０．２５‰ ６６２　 ２．１３‰ １　８０６　 ３．３６‰ ４１　 ０．１１‰
ｓａｉｄ　 ６　３３７　 ７．３７‰ １　４８８　 ４．７８‰ ５　２７５　 ９．８３‰ ５　０８５　 １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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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８可以看出，ＳＡＹ的过去时“ｓａｉｄ”在四位英语作家作品中的频次均最高，且对“ｓａｉｄ”的使用频
次差别较大，而其他三种形式频次差别较小。其中海明威对“ｓａｉｄ”的使用明显高于其他三位作家，但他对
ＳＡＹ的其他三种形式的使用频次却均少于其他三位作家。表８的统计数据可以图示如下：
图４：四位英语作家原创作品中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的千分比统计
根据图４，四条曲线表现出相似的分布趋势，四位作家在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的使用方面差别最
突出的是对“ｓａｉｄ”的使用，“ｓａｙｓ”次之。与图３相比，英语原创作品中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的分布趋
势与英语翻译文本中的情况相似，突出的差别也是表现在对“ｓａｉｄ”的使用上。但是，仅仅依靠一个参数很
难将一个译者的风格与另一个译者区分开。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还讨论了转述动词ＳＡＹ后非强制性ｔｈａｔ的使
用，本文限于篇幅对此不做赘述。
４．对译者风格研究的反思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中可以发现，仅依靠语料库软件对某些参数的统计数据，如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
长等数值，并不能有效地将一个译者的翻译风格与另一个译者区分开。就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的使
用而言，尽管不同译者对“ｓａｉｄ”的使用差异较大，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译者风格之间的差异，而且从整体上
看，译者甚至英语本族语作家对转述动词ＳＡＹ各种形式的使用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因此，将语料库软件
所提供的关于文本特征的统计数据作为区分不同译者风格的参数，还需要进一步从具体文本内容方面加
以考虑。在译者风格研究中，我们认为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译者风格是否存在？统计数据不能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区分开，并不等于说“译者风格”不存
在，只是现有的用于识别译者风格的方法还存在一些问题，标准还不统一，所以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二，译者风格有哪些表现形式？按照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２４５）的观点，译者风格表现为译者“个性化语言
使用”或其“偏爱或反复出现的语言行为模式”，这些个性化语言使用或行为模式都是译者选择的结果。
然而，译者的选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译者面对原文的一些特定现象所做出的一些规律性的、有意识的选
择，另一类则是下意识的选择。据此，译者风格研究可分为“源文本型译者风格”（Ｓ－型）和“目标文本型译
者风格”（Ｔ－型）两大类。前者与传统的翻译文体研究相似，主要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来表现源文
本中的某些特征，不同的是关注对象是译者规律性的处理方式，如对于汉语小说中“两可型”的言语表达
（ｂｌｅｎｄ　ｏｒ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⑥，不同译者在人称和动词时态的选择方面会表现出
什么样的规律性特征。用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２０１１ｂ：２７）的话来说，Ｓ－型译者风格研究关注的是译者“对源文本的
应对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行为。很多论者对翻译中“风格”的讨论都属于这一类。Ｔ－型译者风格
则是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所说的“译者风格”，类似于“作者风格”。但目前纯粹的Ｔ－型译者风格研究并不多。而
Ｓ－型和Ｔ－型的译者风格都应作为此类研究的关注点。
第三，如何对译者风格进行描写？我们认为，脱离了源文本而仅对译文所做的纯形式的统计对于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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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研究而言应该说意义不大。因为作家创作是一种自主行为，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是
可取的，而译者是在原作的多重影响下对目标语语言进行选择的，因此其个性的彰显极其有限。换句话
说，如果语料库方法对于Ｔ－型译者风格只能提供如此有限的信息，那么关注译者对源文本语言现象在翻
译文本中所做出的规律性反应即Ｓ－型译者风格或许会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应该将源文本考虑进来，考
察的对象是译者对于源语言中特定语言现象在其所有译本中的规律性处理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平行
语料库在译者风格研究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２５５）本人也建议，根据语料库统计数据所
得出的语言使用模式“应当再与源文本直接比较来解决源语或作者风格［对译文］的潜在影响问题”。可
见译者风格研究不宜将源文本完全排斥在外。
４．结语
本研究借用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的研究方法对葛浩文英译中国小说的翻译风格进行考察，发现利用语料库
统计数据如标准类／形比和平均句长等并不能够有效地将一个译者与另一个译者的翻译风格区分开，这
些统计结果更像是翻译文本表现出的一种共性。译者风格研究可以分为Ｓ－型和Ｔ－型两类，前者将源文本
纳入讨论范围，后者则不考虑源文本，Ｂａｋｅｒ（ｉｂｉｄ．）的研究属于后者。目前借助语料库统计数据仅从形式
上来考察译者风格的方法还不很完善，相比而言，对Ｓ－型译者风格的关注对翻译研究更有意义。总之，利
用平行语料库来考察“译者文体”前景还很广阔。
注释：
①英语中的ｓｔｙｌｅ一词在汉语中有“文体”、“风格”等多个对应词，本文的用法是如果关注的对象是文本（ｔｅｘｔ）则用“文体”，
如果关注对象是人，如原作者或译者，则用“风格”。
②本文中，译作原著作者和译者人名用通用的汉语译名，其余人名用原文。所涉原作和译作的出版信息略去。
③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研究的这两位译者全名是：Ｐｅｔｅｒ　Ｂｕｓｈ，Ｐｅｔｅｒ　Ｃｌａｒｋ。刘泽权等（２０１１）研究所涉译者全名见注４。
④彭寿（Ｂｒａｍｗｅｌ　Ｓｅａｔｏｎ　Ｂｏｎｓａｌ，又译邦索、邦斯尔神父）１９１１至１９２６年任英国循道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其《红楼梦》的翻译完成
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乔利（Ｂｅｎｃｒｏｆｔ　Ｊｏｌｙ）的译本完成于７０年代，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均完成于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
⑤此项文献原文中的平均句长值为１３５．０８，疑为印刷错误，因为小说文本中句子的平均长度不可能为一百多词，故改为１３．５０８。
⑥关于小说叙述中“两可型”转述语的讨论详见申丹（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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